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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宗教—混合宗教”理论建构初探
———以三一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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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独立宗教与混合宗教是杨庆堃分析中国宗教的经典概念，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讨论多围绕翻译

展开，研究内容多属类型学分析。借鉴教派—教会理论的发展史，可将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的研究视角从静

态的类型学分析转向动态过程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一种“独立宗教—混合宗教”的本土宗教社会学

理论。三一教的历史变迁为该中层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该教派早期在神学教义、科仪体系

和组织架构上都表现出强烈的独立宗教特征，但随着清中期管制力度的加大，教派内部不断利用血缘、地缘

和业缘等多类型的关系网络，成功混合到家庭宗族、村庄社区与商业会馆等世俗制度中。三一教的变迁表

明，如同西方社会存在教派向教会转换的现象一样，中国存在从独立宗教向混合宗教转化的趋势；研究这一

趋势能帮助我们把“独立宗教—混合宗教”类型学研究发展为一种植根于中国本土经验的中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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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中国宗教社会学亟待建设一套兼顾普遍理论和本土经验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层理论，正是建

构这一知识体系的关键一环①。一方面，中层理论并未停留在一般宏观理论的抽象程度，要求研究者在

既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上，依据经验形成一些亚类型或子范畴；另一方面，中层理论又需要超越不

断积累的田野个案，通过不同个案的比较、提炼和概括来抽象出某些概念、命题和理论。发展中层理论，

既可以继承提取自中国经验的概念范畴，也可以将其改造，从而建构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理论

模型。
独立宗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混合宗教（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是中国宗教研究领域极具中层理论建

构潜力的一对概念。这两个概念自杨庆堃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以来，已经引发了学界持续而热烈的

讨论。《世界宗教文化》曾就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的译法和跨文化解释力等问题组织过两次笔谈。② 在此基

础上，卢云峰等人通过考证杨庆堃的思想脉络，廓清了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的原始译法与学术意涵。③ 他们

认为，杨庆堃翻译的与后来者翻译的制度性、弥散性不同，杨庆堃更倾向于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与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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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独立与混合。具体而言，受益于瓦哈（Ｊｏａｃｈｉｍ Ｗａｃｈ）的“合一性宗教”（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专一性

宗教”（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杨 庆堃区 分 了 两 种 宗 教 类 型：独 立 宗 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与 混 合 宗 教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前者是指“独立于世俗制度”的宗教，后者是指“混合于世俗制度”的宗教。尽管杨氏

在不同时期对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的表述，但独立与混合的基本意涵始终未变。这种译法既尊重了杨先

生的本意，也能更好地解决这对概念在逻辑上的互斥性，并为未来的理论建构奠定基础。①
上述研究深入讨论了这对概念的翻译、特征、区别、适用范围，但仍然局限于静态的类型学视角，缺

乏对社会过程的机制分析②。若欲达成后者，就有必要在类型学基础上引入动态视角。关于这一点，我

们或许可以从“教派—教会理论”得到些许启示。
“教派—教会理论”滥觞于德国学者特洛尔奇（Ｅｒｎｓｔ 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提出的类型学。依据社会与宗教组

织之间的关系，他首次在社会学意义上定义了教派和教会：教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世俗秩序，并支配

着大众，依赖于上层阶级发展”；而“教派是相对较小的群体，他们追求个人内在的完美……不想控制和

融入（世界、国家和社会）这些社会生活形式”。③ 此后，相关的类型学分析便层出不穷，主要存在两种

进路。一种是扩展宗教组织的子类型，比如贝克尔（Ｈｏｗａｒｄ Ｂｅｃｋｅｒ）将新教的宗教组织分为四类型：教

会（ｅｃｃｌｅｓｉａ）、宗派（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教派（ｓｅｃｔ）和膜拜团体（ｃｕｌｔ）。④ 英格（Ｊ． Ｍｉｌｔｏｎ Ｙｉｎｇｅｒ）则将贝克尔

的四类型扩展为六类型：膜拜团体（ｃｕｌｔ）、教派（ｓｅｃｔ）、制度化的教派（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ｅｃｔ）、阶层教会（ｃｌａｓｓ
ｃｈｕｒｃｈ）／ 宗派（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教会（ｅｃｃｌｅｓｉａ）和普世教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ｈｕｒｃｈ）。⑤ 另一种进路则继续细化

教会和教派之间的区别，利斯顿·波普（Ｌｉｓｔｏｎ Ｐｏｐｅ）在关于加斯托尼亚城（Ｇａｓｔｏｎｉａ）宗教生活的典型研

究中，从社会和宗教两个维度列出教派与教会的 21 项特征区别，包括成员社会经济条件、处于主流社会

文化中位置、对待主流社会文化的态度、成员的招募方式、对彼世与现世关注的侧重、对宗教经典的态

度、参与宗教组织管理的程度、宗教情感的程度、宗教仪式举行的周期、宗教活动的秩序和程序、宗教活

动中音乐的传统与否、宗教社会化责任的归属等方面。⑥ 托马斯·奥戴（Ｔｏｍａｓ Ｏ’Ｄｅａ）则将教会和教

派的特征区别简化为 11 项，涵盖了成员来源和资格取得的方式、组织的科层化程度、对待社会的态度、
与社会的隔离程度、严格的伦理道德、对皈依体验的强调等几个方面。⑦

约翰逊（Ｂｅｎｔ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认为，由简入繁的类型学区分，无助于理论建构。他主张教会与教派只存

在一种本质性区别：宗教群体对外部社会的态度。具体而言，教派拒斥外部社会，而教会则接受外部社

会⑧。约翰逊认为，就理论建构而言，尼布尔（Ｈ．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ｉｅｂｕｈｒ）把动态视角引入类型学分析的做法，

才是正确的。在尼布尔看来，宗教组织对待社会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推移自然地变化；

例如教派组织对社会的排斥只会维持一代人的时间，此后多数教派会与外部社会和解，转变为教会。⑨
动态视角的引入扭转了研究方向：从对宗教组织类型的静态分析，转向对宗教组织类型变迁的动态研

究。学者们发现，群体规模的扩大（Ｐｉｎｔｏ ＆ Ｃｒｏｗ，1982），专职神职人员阶层的出现（Ｓｔａｒｋ ＆ Ｆｉｎ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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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教派成员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Ｈａｒｒｅｌｌ，1967）、成员的代际更替（Ｎｉｅｂｕｈｒ，1929）以及政府的管制

（Ｌｕ ＆ Ｌａｎｇ，2010）都会促成教派向教会转变。① 由于这些努力，“教派—教会”类型学逐渐成为宗教社

会学领域最为重要的中层理论之一。一些学者基于此进行了理论建模，用更简洁的方式把“教派—教

会理论”整合进一个理论模型中，从而“展现了更一般的预测和解释能力，并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方

向”。②
反观中国学界对“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的研究，目前还停留在静态的类型学分析阶段。类型学

的长处在于描述，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无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向前再走一步，考察

各种类型之间的转化过程，发现背后所隐藏的过程因素和变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应当前部

分学者对“独立宗教—混合宗教”这对概念“注重宏大叙事，没有关注个体宗教行为细节”③和“没有任

何历史动感”的批评。④
本文将以三一教为例，考察这一独立宗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变为混合宗教的过程，并探讨这

一转变过程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机制。基于此，本文将提炼和概括一种基于动态研究视角的“独立宗

教—混合宗教”理论，试图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做一点贡献。

一、历史流变中的三一教

三一教，又称夏教，发端于明朝嘉靖年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当前仍然活跃在福建莆田和海

外莆田籍侨民社区中。明嘉靖三十年（1551），出生世家大族的莆田生员林兆恩在家族的东山樵舍收徒

授课，开始宣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并逐步形成以其为核心的儒学社团。随后，林兆恩一方面通过

赈灾济民、治病救人、捐棺收尸等方式，参与社会救济事务；另一方面带领弟子编纂宗教经典、创建仪轨。
之后，林氏门人为其建生祠，称其为三一教主，这一团体也逐步从儒学社团转变为教派团体。⑤ 万历二

十六年（1598），林兆恩去世，三一教随之发生分裂。以林兆珂为代表部分成员坚持社团的儒学特质，反

对神化林兆恩；而以卢文辉、林至敬、张洪都、朱逢时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进一步强化教义、教规、仪
轨建设，积极对外传教。明末清初，三一教步入顶峰，信众遍及福建全省，辐射至江浙、山东、河北、北京、
江西等省市。清中期，因康熙和乾隆年间的两次禁教，三一教转入地下，莆仙以外地区的三一教活动陷

入沉寂，直至清末民初才得以复苏。⑥ 此次复兴过程中，三一教渐次形成四大新兴派别：悟本堂系、函三

堂系、中正阁和夏午堂系。同时，这一时期三一教跟随莆仙侨民的足迹，传播到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

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莆田县有三一教祠 523 座，门人近 2 万，仙游县情况大致相同。⑦ “十年动乱”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ｉｎｔｏ，Ｌ． Ｊ． ＆ Ｋ． Ｅ． Ｃｒｏｗ，“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ｚｅ ｏｎ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1982，21，ｐｐ． 304 － 316；Ｓｔａｒｋ，Ｒ． ａｎｄ Ｒ． Ｆｉｎｋｅ，Ａ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ｉｔｈ：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ｉｄ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2000，ｐｐ．162－168；Ｈａｒｒｅｌｌ，
Ｄ． 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ｕｆｋｉｎ，Ｔ． Ｘ． ：Ｇｏｓｐｅｌ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1967；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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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卢云峰：《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经济隐喻还是理论建模？》，《开放时代》2022 年第 1 期，第 166 页。
李华伟：《论杨庆堃对“民间信仰”与“弥散型宗教”的研究：贡献、问题与超越》，陈进国编：《宗教人类学》第 6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9—110 页。
范丽珠、李向平、周越、陈进国、郑筱筠：《对话民间信仰与弥散性宗教》，《世界宗教文化》2013 年第 6 期，第 31 页。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19—762 页。
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2—160 页。
金文亨、金立敏：《莆田宗教信仰史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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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三一教再次沉寂，众多三一教祠被改为仓库或学校，大量经典被没收、销毁。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三一教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本地门人通过协商、赎买等形式，陆续收回、翻新

和扩建了大量三一教祠，各地仪式、会道、招募等活动开始恢复，门人数量快速增长。据统计，2000 年莆

田市三一教祠的数量已增加到 1285 座，门人数量增长到 81540 人；到 2012 年，三一教祠增加到 1545
座，门人增长到 13 万人。与此同时，三一教的合法性也逐渐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承认。1998 年，莆田

市涵江区统战部批准成立涵江区三一教协会；2006 年，莆田市民宗局、市民政局分别批准和注册成立莆

田市三一教协会；此后莆田市内的秀屿区、仙游县、北岸开发区先后成立了区县一级的三一教协会。①

二、作为独立宗教的三一教

明末清初以来，三一教主要以独立宗教的形态存在。在杨庆堃看来，独立宗教拥有独立于世俗制度

的神学教义、仪式和组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我们将会发现，明清之际的三一教在以上三点都满

足独立宗教的定义。
（一）独立的神学教义

三一教有独立的神灵体系，教主林兆恩及其弟子是这一教派的主要崇拜对象。林兆恩晚年以弥勒

佛自居：“我今现补释迦佛位。龙华三会。普度人天。天地之内。天地之外。何处不是虚空。何处不

是神。何处不是气。何处不是我三一教主夏午尼之金身。”②林兆恩在死后进一步被神化。三一教嫡支

传人卢文辉就将林兆恩尊为“夏午尼氏道统中一三教度世大宗师”，认为他可与孔子、老子、释迦比肩。
在主祭正神林兆恩之外，还有作为配祭神祇的教主四大亲传弟子：卢文辉、林至敬、朱逢时、张洪都，合称

“四配”。
在教义上，三一教为信徒描绘了一条阶梯向上的救赎道路。林兆恩的嫡传弟子卢文辉在为教派经

典《三教正宗统论》作序时言明，“心身性命之要道也，三纲五常之至德也，士农工商之常业也”。③ 三一

教信徒的基本救赎法门是：先立本，在日常生活中遵行儒家伦理，保持四民身份从事生产；再入门，修习

九序心法（一种内丹术）；最终达到超脱形骸、虚空粉碎的极则状态。三一教要求信徒向内超越，追求自

我救赎，从而避免与世俗政权相冲突。
三一教也强调三教合一的理念。三一教虽然以儒学为宗，林兆恩之后并不完全排斥佛教和道教以

及民间信仰。卢文辉的《龙华三教忏文》吸收了佛教的“八正道”和“五戒”等宗教戒律，朱逢时的《心海

真经》恢复了佛教的业报轮回、天堂地狱等观念。④ 这种综摄性的教义，使得三一教在遭遇康熙年间的

禁教时，能托庇于其他信仰，无所顾忌地将教主林兆恩的形象，改造为官方许可的玉皇大帝或文昌帝

君。⑤ 这一理念也间接为三一教后来的复兴提供了支持。清末民初时期，三一教复兴的两支重要力量，

涵江的悟本派创立者陈智达和仙游的夏午堂体系创立者杨通化，都曾受到佛教的点拨，才开启了各自的

弘教事业。⑥
（二）独立的科仪体系

三一教的科仪主要模仿道教。万历四十四年（1616），陈衷瑜在《三教龙华醮祷仪文引》中做了详细

的说明：“我三教嫡传卢夫子……命瑜曰：‘正教久湮，而末流之失滋其。今三氏之教，我教主既合之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第二作者，他在 2022—2024 年间对福建莆田、仙游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众多三一教组织

进行了长达 10 个月的田野调查，资料来自调查过程中搜集的访谈材料、宗教碑铭、科仪文本和教义典籍。
林兆恩：《本体经》，内部资料，莆田市三一教协会 2021 年刊印。
林兆恩：《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 页。
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4—125 页。
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第 135 页。
李志鸿：《晚清民国三一教与民间社会》，《世界宗教文化》2022 年第 2 期，第 164—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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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祠祀，醮祷之典，亦其一事之不可缺也。’”“瑜不敢辞，敬搜三氏遗典，辑而订之，命曰《三教龙华醮

祷仪文》，诸如祝圣、延龄、谢恩、祈福、庆赞、忏悔、净斋，其通用也。”①至清末民初，莆田涵江悟本派又

形成了区别于陈氏科仪的“悟本文道”仪式。武道内部又根据派别有三一派和明夏派之分。按照性质

和目的不同，三一教常用的武道科仪有：庆赞、兰盆普度、告竣、开光、庆印、入门、会道等仪式。其中，庆

赞是庆祝教派神灵圣诞的仪式；兰盆普度仪式则是以超度为目的带公共性的节庆仪式；告竣是庆祝三一

教祠新建、翻修或扩建完工的仪式；开光是修补或新建神灵塑像的仪式；庆印是立主坛师的仪式；入门显

然是指门人加入三一教的仪式，会道则是成员定期集会期间的仪式。
（三）独立的组织架构

三一教对取得门人信徒的身份资格，有一套严格的程序。陈衷瑜于清顺治甲申年（1644）所著《陈

子会规》就提出，入门者须先立本，即“品行端正”以及具有四民之一的“恒业”，之后再得到“掌教”认可

和三位门人推荐。为了便于信徒团体的内部管理，三一教在历史上也形成了自己的教阶制度。陈衷瑜

的《三教龙华法戒箴规》中提到，三一教祠一般以主坛师和道长为首，另有护法护道若干，并对两者的职

责分工作了简述，主坛负责仪式并与神沟通，道长负责九序心法和治病。除此以外，三一教还会每月定

期集会，即会道制度。三一教祠供门人弟子定期举行会道集会，练习九序心法，以及举办神灵的圣诞等

活动。三一教徒每月初六举行月会，目的在于督促门人一心向道，掌教在会道中检查门人的九序心法修

行情况，检查个人功过数量，在定期集会的同时严格监督门人的宗教修行状况。
不仅特定地域的三一教有着严格的组织结构，跨地域、跨支派的各种三一教组织还形成了类似于家

族世系的宗教网络，存在大小宗之分。自林兆恩去世后，三一教的门人弟子分到各地传教，其中“四配”
中的卢文辉、林至敬在莆仙地区的传教相对成功，形成了各自的派别：三一派与明夏派。而卢文辉是公

认的嫡支传人，以莆田涵江的瑶岛祠、三一堂为核心，形成了三一派。三一派就是相对于其他派别的

“大宗”，三一派第三代传人董史曾在《瑶岛三教祠记》记载：“万历戊申冬，嫡传卢子选胜于荔根山之下，

作祠以祀大师林子焉，故学者称之曰‘大宗’。”②他还在《三教再传陈子本行》中写到“史同陈子男秉斯，

又率东山、涵江、尚阳、鳌峰、林埔等，诸祠门徒数百人，自涵江大宗祠，逢陈子灵软，归葬嵩山之东”。③
这两段材料表明，三一派的嫡支地位和瑶岛祠的大宗地位，得到了当时三一教门人弟子的认可。换言

之，彼时三一教内部有一种基于大小宗关系形成的组织网络。不过，三一教这种从家族世系祭祀制度中

发展而来的组织架构，赋予单个三一教祠极大的自主权，作为“大宗祠”只发挥教派的“圣地”象征作用，

不同三一教祠之间并不具有强制性的上下隶属关系。
总体而言，尽管三一教的成员与理念仍然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无论是独立的神灵体

系与教义理念、科仪体系，还是教派内部严格的组织架构、教派间复杂的大小宗关系网络，我们都可以认

为三一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立宗教。

三、从独立宗教向混合宗教的转型

杨庆堃认为，混合宗教的神学、仪式和组织与世俗制度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

必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对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梳理，对照杨庆堃关于混合宗教的描述，我们发现三一

教在与地方社会漫长的历史互动过程中，特别是受到不同时期的政府管制后，已逐渐淡化其作为教派的

独立性，与世俗制度发生混合，具体表现为：与家庭、宗族混合，与村庄、社区混合，与商业会馆等社会团

①

②
③

陈衷瑜：《三教龙华法戒箴规》，民国十五年，转引自林国平：《三一教武道仪式调查与研究》，未刊，2015 年，第

252 页。
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9 页。
卢文辉编：《林子本行实录》，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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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混合。
（一）与家庭、宗族的混合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三一教不断调适自身教义、仪式，为家庭、宗族提供宗教服务，维系这些世俗制

度的继替。首先，三一教创制了一整套的宗教科仪，帮助人们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对家庭变动带来

的问题。例如少年在举行冠礼前，三一教有帮助儿童祛除关煞，确保其长大成人的过关仪式。又如结婚

生子时，三一教有为新人专设的婚缘符箓和祈求花枝育男童的分花仪式。当家里有非正常死亡的亲人

时，三一教也有将魂灵从地府解救出来的转藏仪式。甚至随着时代的变迁，三一教开始允许弟子将三代

以内的祖先牌位请到三一教祠中，接受四时祭拜。以莆田涵江的悟本派为例，有专门的荐（荐）祖仪式：

“凡道友入教后各家各户上三代祖先，迁入祠堂登记造册，‘合会’供奉各家各户‘三代祖’，接受堂祠四

时祭拜。”①当家庭成员在处理家庭生活中遭遇的各种问题时，在三一教祠中也有各种常备的三一教主

宝签、筊杯、符箓，为他们提供各种宗教方案。
其次，除了家庭之外，三一教也混合到宗族制度之中。三一教与宗族制度的混合表现形式为：宗族

祖先牌位进入三一教祠。福建宗族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重视宗祠、族产、族谱、族学等事项，家族寺庙的

修建就是其中的关键一项。例如很多宗族会将祖先牌位请入早已修建好的三一教祠，使寺庙具有祠堂

的性质。历史上惠安北部十三都的陈氏家族和莆田的戴氏家族，都建有族庙性质的三一教祠。② 三一

教与宗族的深度混合，也使某些宗族成为三一教中的重要信徒群体。例如在仙游县枫亭镇的养中堂，该

三一教祠的教主神位原来在毛氏族人家中，20 世纪 80 年代被迁入新建的一所具有宗族性质的三一教

祠之中。毛氏家族的三代人都信奉三一教，该家族的第二代信徒在道脉上继承自夏午堂体系。因此，毛

氏家族后来新建的三一教祠就顺理成章地融入夏午堂体系这个派别网络之中。相应地，毛氏家族成员

也被推为仙游县三一教徒的代表，参与了收回东山祖祠、创立仙游县三一教协会等重要活动。
（二）与村庄、社区的混合

三一教与村庄、社区相互混合的过程，也是教派神灵向地域保护神转变的过程。为了让三一教主更

好地融入地方的神灵体系，各地的三一教祠将林兆恩的成道日（正月十四）、圣诞日（七月十六）和兰盆

普度节（十月二十三）与传统的上元节（元宵节）、中元节、下元节相嵌套。由于三一教的仪式专家都是

兼职的，将林兆恩成道日与元宵节相结合，有利于将三一教的仪式服务纳入到莆田地区的绕境巡游制

度。明初，闽南地区因军事目的建立了一种基层行政区划制度：铺境制度。③ 后来，这一制度被民间挪

用为一种地域保护神的崇拜制度，在莆田市则表现为境社宫庙的地域保护神崇拜。据郑振满对莆田江

口平原的调查，“凡属社、庙并存的村落称 为‘境’，意 指 某 一 社、庙 的 管 辖 范 围，亦 即 绕 境 巡 游 的

‘境’”。④ 莆仙地区的社区性宫庙，全年有两项重要的社区庆典活动，即元宵节游神巡境、宫庙神灵的

圣诞，部分宫庙还会举行保安节。这些社区庆典会在元宵节期间选出下一年度“作福”（组织庆典）的社

区成员。三一教通过为元宵节的庆典提供仪式服务，嵌入这一社区制度之中。例如，仙游榜头的坝下村

有一座名为珠光书院的三一教祠和一座名为龙兴宫的宫庙，宫庙主祀保护神金大人。据丁荷生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Ｄｅａｎ）调查，该村流传着一个传说，三一教祠的仪式专家在斗法中战胜了金大人，所以由该三

一教祠负责整个村子元宵节的仪式活动。⑤

①
②
③

④
⑤

许良生编：《真本堂史记》，内部资料，真本堂董事会 2020 年刊印，第 106、113 页。
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8—139 页。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Ｐｌａ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 Ｆｕｊｉａ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ｕｍｅ 16，Ｎｕｍｂｅｒ 1，Ｊｕｎｅ 1995，ｐｐ． 33－78．
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 年第 1 期，第 33—47、111 页。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Ｄｅａｎ，Ｌ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ｎ Ｏｎｅ—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ａ Ｃｕｌ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1998，ｐｐ．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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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三一教中的配祀神灵张洪都，已转化为莆田西洪村的地域保护神。作为三一教“四配”
之一的张洪都，在他的家乡莆田黄石镇西洪村，就是以社区保护神的形象被当地村民所熟知。丁荷生发

现，西洪村流行一个关于张洪都的传说：“清朝时，村民无力交税，贪婪的县令要派兵烧毁了村庄。……
当他们开始拆毁三一教祠前的院子时，他们发现了张洪都在一块砖头下埋着的一张符咒。这张符咒立

即飞上天，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士兵们惊慌失措地逃走了，而村子也得救了。”①这表明，张洪都已

经成为西洪村应对朝廷催征的村庄保护神，随着张洪都从教派神灵转变为社区神祇，供奉他的玉溪祠

（三一教祠）也就成为当地社区的宫庙。
（三）与会馆的混合

三一教也常常与各地兴化籍士商修建的会馆相互混合。会馆多为同籍士商出资建造，承担着同乡

联谊的功能，也能成为同乡往来暂住的客舍。目前，兴安（莆田旧称“兴安州”“兴化”）会馆主要集中在

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等地，成为兴化人同乡同业联谊的聚会场所。与兴化人一起迁移的，自然也有生长于

莆仙地区的三一教信仰，因此三一教也被带到中国台湾省，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逐

渐与兴化人所建的兴安会馆混合在一起。
兴安会馆中的三一教神灵，常常是兴化人漂泊他乡时信奉的乡土神或商业神。台北兴安会馆中的

三一教主，就有凝聚同乡的作用。作为台北市莆仙同乡会的驻地，台北兴安会馆供奉着兴化人信仰的各

种神灵：妈祖、五皇大帝、三一教主，会馆内也有一座名为养兴堂的三一教祠。馆中的三一教信徒以莆仙

人为主，科仪往往也以兴化方言（莆仙话）呈现，负责管理的董事会常常会排斥非兴化籍的人进入。②
除了凝聚同乡，三一教神灵有时也成为兴化籍商人信奉的行业神。以马六甲的甲兴安会馆为例，会馆中

设有妈祖、三一教主、卓真人、济公活佛和福德正神五位神祇，但不同神祇的信奉群体也有所不同。该会

馆成立之初，会员之间已自行以行业类聚彼此，分为捕鱼兴化人和经商兴化人两股力量。经商兴化人非

常推崇三一教主，捕鱼兴化人更重视卓真人。③ 在这种背景下，三一教主就更多地成为保障兴化商人财

运的商业神。
当然，兴安会馆与三一教的混合，也为后者的维持、运作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和人力保障。一般依附

于当地兴安会馆的三一教祠，都能借助兴化群体较强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实现管理和运作上的独立

性和乡土性。但对于缺乏兴安会馆支持的三一教祠而言，为了保持正常运作，就必须向其他籍贯侨民开

放，以笔者调研的新加坡天性祠和槟城玉山祠为例，其管理层和信徒群体已向其他籍贯侨民开放。只有

极少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三一教祠在不依附于会馆组织的同时，仍能保持某种兴化特色，如吉隆坡

的三教堂和巴生港的珠兴祠、宗孔堂。

四、动态视角下影响三一教转型的因素

基于上述案例，我们已经看到三一教从一种独立宗教逐渐与家庭、宗族、村庄、社区、会馆等世俗制

度混合到一起，越来越具有混合宗教的特征。接下来，根据前文提到的基于类型学的动态分析视角，我

们将尝试探析导致三一教嬗变的影响因素：传统政府管制，组织建构的多缘性。
（一）传统政府管制

历史上教派组织常常利用末世论和天命信仰来动员民众反抗世俗统治。因此朝廷针对有组织的宗

教活动，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的管制政策。传统政府管制影响了教派组织的诸多方面：教派领导人的有

①
②

③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Ｄｅａｎ，Ｌ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ｎ Ｏｎｅ—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ａ Ｃｕｌ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ｐｐ．118－119．
石沧金：《从保守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变异———马来西亚华人的三一教信仰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2 年第

6 期，第 84—92 页。
李金芝：《马六甲兴化社团的角色及其功能之研究（1945—2000）》，拉曼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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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继承、稳定组织网络的建立、专业化神职人员的培养和招募；①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三一教中。历史上，

清政府曾对三一教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查禁，极大地影响了三一教在组织体系和教义经典的维系与

传承。
在查禁中，传统三一教的派系网络遭到摧毁。康熙五十五年（1716），莆田县朱昆案引发了全郡的

捣毁三一教祠运动。不少三一教祠为避免厄运，更名为书院，托名奉祀玉皇、文昌等其他神灵，才得以保

全。但是，三一教各个分支派系之间的信仰网络则遭到破坏。如上文所说，三一教中有大小宗之分，卢

文辉所创建的三一派便是公认的大宗。但从现有的记录看，三一派也只传承了卢文辉、陈衷瑜、董史三

代。我们推测，三一派作为嫡支，其组织体系在清中期的禁教中受到官府的重点打击，导致了传承的断

绝。失去嫡支或大宗后，三一教失去了名义上的正统派别，各地三一教祠只能“自行其是”，孤立活动的

各地三一教祠要独自面对各种生存问题开展教务，只能以更加在地化的宗教服务获得周围民众的支持。
除了组织网络的坍塌，查禁也为三一教的教派经典带来传承危机。乾隆五十三年（1788）朝廷主持

编修《四库全书》时，下令全面焚毁教派经典，这严重破坏了三一教的经典和仪式文本。由于三一教最

重要的经典、教规、科仪文本基本都出自三一派，例如《三教正宗统论》《龙华三会忏文》等；因此朝廷对

三一派的打压，也使三一教的神学教义失去了独立演进的可能。自此，三一教经典的大规模印制不再可

能，宗教知识的传承被限于小范围的群体内。例如，莆田三一教的教派经典和仪式文本，就被各个神职

家族垄断。当然，宗教经典和仪式文本的相对匮乏，也使各地三一教祠开始更加自由地阐释教派经典和

改造科仪，以贴近各地信徒和民众的需求。
（二）组织建构的多缘性

三一教之所以能顺利与各种世俗制度相混合，也是因为它在初创阶段，往往依靠地缘、血缘、业缘来

发展独立的宗教组织。在政府管制的压力下，这些关系网络后来成为三一教与其他世俗制度互动、融合

的基础。
血缘纽带，是早期三一教确保秘密传教的关键，后来它也成为三一教与家族、宗族相混合的关系基

础。早期三一教要求信徒在受领九序心法时，需要起誓和严格保密，否则将受到天罚。如《受领心法

启》要求“三教门人所受心法虽家中至亲，亦不敢私以告人，如背师违规，妄授非人者，遭于天雷霹雳，随

无间地狱，永无出期，以此具启一纸，当空焚告，不胜悚慄屏营之至”。② 虽然教规不允许向“至亲”传

教，但早期传教者为了保守秘密，又恐所传非人，往往会将心法传授给家庭成员，尤其是男性亲属，所以

经常会有父子相传的情况，例如四配之一的张洪都父子，三传之一的董史父子。家庭内部传教时，常常

以家宅充当三一教祠，甚至基于血缘纽带形成一个以宗族为单位的信徒团体：如“林鸣梧等建祠于奉谷

林宅”③，“崇祯某年华如舍其宅，以祭祀大师林子”④。
地缘纽带，是三一教信徒获取入门资格的必备条件，后来也成为三一教融入村庄和社区的关键。三

一教入门者需要经“三人以上介绍”和“必经掌教认可”，因此入门者受制于社会关系，多皈信自己所在

的村庄、社区的三一教祠。当入门者有不正当行为时，介绍人有规劝的义务，经规劝还不改正的，则有

“斥退”的权利。因此三一教门人与介绍人有一种较强的身份隶属关系。早期的传教者往往在各自家

乡建立三一教祠，以此为基础向周边村庄传教和吸纳信徒，形成一个以地缘纽带为基础的信徒团体。如

“四配”中的张洪都、林至敬、朱逢时，都是如此。同样的，当三一教随着兴化人向全国各地或海外迁移，

①

②
③
④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Ｌｕ，Ｇｒａｅｍｅ Ｌａｎｇ，“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ｅｃｔ”，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2006，67 ∶ 3 ｐｐ．249－
270．
林至敬：《夏教真明传心法》，内部资料，东山祖祠、埭里应林堂 2022 年重刊，第 19 页。
卢文辉编：《林子本行实录》，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8 页。
董史：《东山集草》卷一，内部资料，许仕扬、陈兆铮校，1982 年重刊，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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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迫使其只能“抱团取暖”，特别是对于下南洋的兴化籍信徒而言，同籍贯同语言自然会把三一

教这种通过方言演绎的信仰，作为凝聚同乡、发展同业的重要纽带。
早期，三一教依靠内部的师徒纽带来凝聚关系，后来在与兴安会馆等世俗组织混合后，业缘纽带逐

渐取代了这种秘密的师徒纽带，推动了兴化籍商人群体的发展。三一教起初属于儒家社团，所以早期的

传教者和信徒以儒生居多，部分传教者效仿教主林兆恩，通过讲学方式收纳弟子，先建立师徒关系再行

建祠传教，逐步形成一个以传教者为中心，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的同业者群体。如董史在《祭念豁林生

文》所说：“乙未秋，承壶南陈夫子以倡明大道于东山，子率其交游宗族子弟接踵而问道，于是门墙日盛，

皆子羽翼之力。”①或是真懒在《金陵中一堂行实》中记录：“万历丙辰，陈标至金陵与诸当道士庶讲学，

辩论不屈，四方问者，莫不悦服。寓止三年，建宁门人进士陈国重籥请归武夷，建祠居焉。”②这种师徒网

络在多次查禁压力下遭到破坏，但教派在混入世俗组织后完全可以创造新的关系纽带，例如业缘。兴安

会馆中的兴化籍商人，正是通过崇奉三一教主来维系商人群体内部的规范，借以区分竞争对手，满足其

同乡同业垄断经营的诉求。
总体而言，早期更具独立性的三一教虽然与世俗社会保持较强的张力，但是在传教、入门和授徒等

方面都依靠特定的世俗关系纽带，通过父子相传、熟人介绍入门、师徒相授等方式维系三一教的存续和

发展。但是在朝廷管制的压力下，三一教势必要放弃自身神学、教义和组织架构的独立性，要么依靠既

有的血缘、地缘关系融入各种亲属、地域制度，要么抛弃既有的师徒纽带，凭借商人群体的业缘关系来维

系，促进三一教与兴安会馆的混合。

结论和讨论

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从宏观视角考察了传统中国的政教互动关系，并基于这一

关系的变化对中国历史作了分期。他认为原始宗教在结构功能上存在一次明显的变化，即从独立宗教

向混合宗教转变。③ 杨氏受资料的限制，只能将原始宗教的衰落或转变，简单地归因于“理性主义的兴

起不断对其神秘性进行质疑”或者“巫师无法显示巫术的权威”。④ 而本文以历史跨度更短、时间更近、
范围更小的三一教为对象，更多地从微观视角探析这一教派从独立宗教向混合宗教转变的过程和原因。

三一教作为一种独立宗教，其在神学、仪式和组织三个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弱排他性。在神学教义

上，三一教并不排斥世俗社会的道德观念，反而将儒家的纲常伦理视作“孔门心法”，将“立本”作为信徒

修行的第一步。同时，三一教又主张“在世出世”，要求信徒将士农工商之一，作为长期从事的职业，反

对释道两教不事生产的避世修行。仅仅在“心身性命”的修行上，将九序心法作为一种内部的修行法门

秘不外传。在科仪方面，三一教虽然广泛吸收儒释道三教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仪式，例如，蕴含目莲救母

意涵的兰盆普度，涉及民间报天地之恩的谢天地祭祀等等。但其创制科仪的目的，更多在于推动个人的

德行修养，以求达到修禳修德、教化社会的目的。在组织结构方面，三一教虽然存在严格的教阶和会道

制度，不同派别之间存在拟亲属的大小宗关系，但实际上不同的三一教祠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隶属关

系。比如以东山祖祠为核心的三一教，在各个派别内部又有自己的祖祠，如三一派的卢子祖祠、洪都派

的玉溪祖祠。教派成员虽有独立的宗教身份，但其先天的世俗身份（血缘、地缘或业缘）也在三一教的

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①
②
③
④

董史：《东山集草》卷二，第 14 页。
真懒：《金陵中一堂行实》，夏天编：《洪都记忆———西洪张洪都》，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02 页。
邵铁峰：《从杨庆堃看混合宗教的组织》，《世界宗教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47 页。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修订版），范丽珠译，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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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立宗教向混合宗教转变过程中，三一教独立性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管制的影响：清中期

之前相对的弱管制导致三一教的独立性大大增加；清中期严厉的禁教政策导致其独立性减弱；民国时期

宗教政策的放松又使得它独立性增加。在政府管制的背景下，单个三教祠为谋求生存，不断发展或改造

自身的关系网络，积极与家庭、宗族、村庄、社区或商业会馆等世俗组织或制度混合，其中的诸多神灵也

从教派神灵转变为宗族保护神、地域保护神、商业行会神等神灵；三一教也因此具备了越来越多的混合

宗教的特征。这种不停在独立与混合之间的摇摆为我们建构“独立宗教一混合宗教”中层理论提供了

绝佳的案例。
综上所述，本文以三一教为例探讨了独立宗教向混合宗教的转变，并尝试探讨了这一类型变化背后

的原因，为建构独立—混合宗教的本土宗教变迁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① 至于影响三一教变迁的因

素，是否适用于其他民间宗教，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而杨庆堃提到的独立宗教的其他类型，如佛教、道
教和职业术士和巫师，是否也存在向混合宗教类型转化的可能，以及混合宗教是否存在向独立宗教转变

的情况，则有待下一步的观察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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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样的情况，我们也在其他学者对其他民间宗教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例如，欧大年（Ｏｖｅｒｍｙｅｒ）等对河北定县韩

祖庙的考察，发现弘阳教派创始人（韩飘高）是以当地社区保护神的面貌存在的。（Ｄａｎｉｅｌ Ｌ． Ｏｖｅｒｍｙｅｒ，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Ｂｒｉｌｌ，2009，ｐｐ．181）；杜博思（Ｔ．Ｄ． ＤｕＢｏｉｓ）对河北沧州的天地门和太上门的考察，发现教派仪式深刻地嵌入社区

和个人的宗教生活之中，教派的仪式专家作为社区的道德权威和承载着与社区有关的宗教知识，负责了社区的

年度仪式以及偶尔的祈雨、祈福、丧礼等仪式。（Ｔ． Ｄ． Ｄｕｂｏｉｓ，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ｉｆ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2005，ｐｐ．152－153）


